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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 

——“双顺差”，能力缺口，以及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意义∗ 

路 风    余永定 
 

摘 要：把握撬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杠杆需要认清现行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本文以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结构为切入点，指出这个悖论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能力缺口，而这个缺口的形成与外资依赖互为因果，阻碍了产业升级，使粗放

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当国际经济环境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如果中国不能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深刻

的发展，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因此，能力成长才是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双顺差 外资依赖 能力缺口 

 

作者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按照目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标准

定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依靠资源和资本的投

入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但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是什么关键因

素的变化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向主要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发达

国家的经验看，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企业、产业结构以及支撑制度共同发展和演

进的结果，而使这个过程保持技术进步和生产性率提高的关键变量是以知识、组织

和制度为构成要素的能力发展。因此，能力发展也应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 
为了探究能力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本文将以中国国际收支的“双

顺差”悖论为切入点。在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近 20 年来同时

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顺差。这个收支结构表明，中国在以贸易顺差的形式

大量输出资本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而两个方向投资的收益差异使这个格局无异

于“穷人以高价从富人手中借来钱，然后又将钱廉价地借回给富人”（余永定 2010，
第 237 页）。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这样一个反常的、经济上不合理的国

际收支结构，除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原因外，其微观基础是什么？ 
我们把“双顺差”结构与技术进步、企业成长和产业结构演进等决定中国经济健

                                                        
∗ 本文初稿是为 2010 年“浦江创新论坛”准备的研究报告，并得到浦江创新论坛/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

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张佳康、蔡莹莹对本文写作提供的研究支持，还特别

感谢郭丽岩和邓璇允许本文使用她们论文的部分材料。最后感谢封凯栋博士对本文多次提出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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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的关键变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得出的论点是：“双顺差”悖论反映的实质问

题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能力缺口，而这个缺口的形成与外资依赖

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在过去的 10 年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成就却以出口导向和

外资依赖为鲜明特征；而在繁荣下被掩盖的问题是，中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并没有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应的成长。简言之，能力缺口与外资依赖阻碍了产业升级，使

粗放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 
本文把宏观和微观视角结合起来，以四个互相联系的命题发展出一个理解中国经

济发展方式现存问题与转变途径的概念框架。这些命题所共同证明的是：当国际经

济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如果中国不能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

建设等方面取得深刻的发展，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

大挫折。因此，能力成长才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本文的分析揭示

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对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作用。 

一、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悖论 

命题一：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刚性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资

源错配的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中国的储蓄（即本国资源）没有被充分地用于本国

的再生产过程，而相当一部分实际是在被发达国家所廉价利用。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持续了近 20 年的“双顺差”（指国际收支表中同时出

现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格局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来讲，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出国，即中国的储蓄率足以支持相当高的投资

率，而无需外国资金的补充。但在事实上，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又大量引进

外资（FDI）
1
，导致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双顺差”使中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

从 2006 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 1 万亿美元后，到 2011 年 3 月底已达 3.04 万亿美元，

占全球总的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却没有什么投资出路，主

要用于购买诸如美国国债之类的债权资产。于是，中国事实上是以高代价引进外资，

同时又把因此而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低收益的债权资产。 

1.1 “双顺差”是一种反常的国际收支结构 

为了帮助理解“双顺差”的问题，我们进一步以经济学的概念加以分析。投资、

储蓄和经常项目差额是开放条件下国民经济中的三个最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把它们

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则是国民收入核算和国际收支平衡表。前者是一个简单恒等式；

后者则是一个国家同外国在物品和服务以及资金上的交换状况记录。 

                                                        
1 在本文中，“外资”和“FDI”两个词可完全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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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可表为： 

..MXICGDP −++=  

其中，GDP、C、I、X、M 分别代表国内总产值、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进口，

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进口。 

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四大组成部分：（1）经常项目、（2）资本和金融项目、（3）

官方储备资产和（4）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

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投资收益是指因持有海外资产（直接投资、股票、债券和

贷款等）所取得的报酬。按定义，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各个项目之和恒等于零。为简

化分析，不考虑误差遗漏项，按国际收支平衡表定义可得到另一个恒等式：

FXCAK Δ=+  

其中， K、CA、X、M、IN 和 FXΔ 分别代表资本项目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出口

额、进口额、投资收益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动。在转移支付被忽略不计时，按定义，

INMXCA +−= 。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中国储蓄与投资同国际收支平衡关系问题时，对国内

总产值和国民总产值、国内储蓄和国民储蓄加以区分是十分重要的。上述两对概念

中的关键差别在于：“国内”只看地域不看归属；而“国民”只看归属不看地域。因

而，国内总产值=国民总产值+投资收益。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收益项目为

逆差，发达国家的投资收益项目为顺差。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大于国民

总产值；发达国家的国民总产值大于国内总产值。 

考虑到国内总产值（GDP）和国民总产值(GNP)之间的区别，即： 

INGNPGDP +=  

可定义国民储蓄为：   
CINGDP

CGNPS
−−=

−=
 

将 MXIC −++ 代入 GDP,并做简单变换，可建立起国民储蓄、国内投资、经常项目

差额、出口、进口和投资收益之间的恒等关系：  
INMX

CAIS
+−=

=−
 

上述恒等式表明：国民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差额。值得强调的是，

经常项目差额的顺逆是衡量一个国家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输出国的唯一标准，不论资

本项目是顺差还是逆差。一个国家如果有经常项目顺差，这个国家必定是资本输出

国，其资本输出量等于经常项目顺差量。反之，一个国家如果有经常项目逆差，这

个国家就是资本输入国，其资本输入量等于经常项目逆差量。经常项目逆差的累积

构成了一个国家外债存量，而经常项目顺差的累积则构成了一个国家债权存量。一

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净债权国，该国的投资收益应该是顺差。如果一个国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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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债务国，该国的投资收益应该是逆差。应该强调，上式是恒等式。恒等式两端，

按定义必然相等，但并不表明等式两端有何因果关系。 

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一般将转化成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而

经常项目顺差则将转化成相应的资本项目逆差(而不是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在

正常情况下，一国可以是一个经常项目顺差国也可以是一个经常项目逆差国但不应

该是一个“双顺差”国；一国可以有投资收益顺差也可以有投资收益逆差，但一国

不应该在是净债权国的同时，却保持投资收益逆差或同国内投资项目相比低很多的

投资收益。 

1.2 “双顺差”的经济不合理性 

中国反常的国际收支结构面临着四大问题，可以分别称为登布什问题、威廉姆

森问题、克鲁格曼问题和罗格夫问题
2
。 

首先，资源错配（登布什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第 100 之后的贫

困国家，通过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以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向人均收入十倍于

中国的世界最富国家—美国大量输出资本，而不是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劳动

生产率或用于消费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人力资本，是资源的严重误配置。 

其次，引进的外资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威廉姆森问题）。如果外资得到充分利用，

对应于每一笔资本项目下的流入都应该在经常项目下有一笔相应流出（通过引资得

到的外汇将被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和管理等），即产生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

即便股权出售者暂时不使用所引入的资金，这笔资金也应该有其他国内资金需求者

（企业或居民）使用。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 FDI 引入国之一，所出售的股权（=FDI

流入）直接或间接被转化为对美国的美元债权，并未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说明引

进的资金没有被用来购买外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高成本（出让股权）借来的钱，

又被廉价地借了出去（只能取得很低的回报甚至无回报）。 

第三，中国外汇储备遭受资本损失的风险（克鲁格曼问题），中国已经积累了超

过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双顺差的累积）。而这些资产的价值正面临美元下

跌的威胁。由于自 1981 年以来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的净外债已经超过 3.5 万

亿美元。由于 NIIP/GDP
3
比的持续恶化，自 2002 年以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一直处

于贬值状态。尽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出现反弹。美元相对其他货币贬值的长期

趋势难以避免。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这就导致了克鲁格曼所

说的以美元指数计算的资本损失
4
。此外，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国债对 GDP 比的上

                                                        
2 上述四位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下面讨论的四个问题，分别见（Dornbusch, 1988; Williamson, 1995; 2003; 
2005; Krugman, 1996; 2009; Rogoff, 2010）。 
3 NIIP/GDP 是国际投资头寸额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 NIIP 是负数。 
4 更为吊诡的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计，而中国对美国的债权则是以美元计，理论上说，

如果美元对人民币充分贬值，美国对中国的净债务就可能完全被冲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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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必然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担心，从而导致美国国库券满期收益率

（yields to maturity）的提高和国库券价格现值的下降。作为持续持有比例极高

美国国库券（需要 rolling-over）的外国投资者，中国将会遭受进一步的资本损失。 

第四，美国通货膨胀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下跌（罗格夫问题），在外债

持续增加的同时，美国的财政状况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急剧恶化。美国政府

大肆增发国债。美国国债与 GDP 之比目前正逼近 70%（另一种说法是 90%），2015 年

将超过 100%。罗格夫认为，90%的国债与 GDP 之比是一个门槛。越过这个门槛，是非

常危险的。例如，按照目前的趋势，到 2020 年利息率支付将占到美国联邦政府收入

的 3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隐性债务，美国的财政状况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到

2007 年美国的总债务（如果考虑到隐性债务）就已经到达 52.7 万亿美元。而当年美

国的 GDP 只有 14 万亿美元左右。 

 

 

图 1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 

罗格夫指出，如果美国的债务发展到一定程度“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摆脱掉债务

负担的诱惑可能变得无法抵抗”。美国目前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抬头，但美国的印钞机

仍在在全速运转，美元价值已经被稀释（Debasement）。美联储的所谓 QE2 就是最明

目张胆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美国国债的一半以上是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国购买

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的一种储蓄。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把剩余储蓄以外汇储

备的形式“暂时寄存”在国外。当由于某种原因（如老龄化）而不得不减少储蓄的

时候，中国就会出售外汇储备以换取实际资源。因而，对于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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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汇储备所能转化的实际购买力。事实上，在 2003 年当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

题刚刚被摆上中国政策议事日程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 4000 多亿美元。那时，

原油每桶不足 30 美元，黄金每盎司不足 400 美元。七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

总额已经超过 3 万亿美元（其中主要是美国国库券，而原油和黄金的价格已经超过

每桶 120 美元和每盎司 1400 美元。换句话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七年前的 7倍，而

以石油与黄金做参照物的购买力仅为七年前的 2.8 倍和 2.1 倍。从长期来看，美元

贬值的趋势更是明白无误。从 1929 年至 2009 年，美元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 94%。我

们不禁要问：5 年到 10 年之后，当中国需要大量动用外汇储备的时候，中国的巨额

外汇储备到底还能换回多少实际资源？ 

即使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和实际购买力不贬值，“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仍然

会导致中国的净投资收益过低，造成中国的福利损失（登布什问题和威廉姆森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 2008 年的调查，外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回报率为 22%。而美国

conference board2008 年的调查，美国在华企业平均回报率为 33%5。相反，购买美国

国债的外汇储备的回报率估计不会超过 1-3%。中国使用以 33%回报率的代价引进的

外国投资，来换取回报在 3%以下的美国国库券，中国在遭受何种损失不言自明。 

1.3 对“双顺差”经济含义的数量分析 

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国际收支中“双顺差”在资源配置上的意义，我们将以国民

收入核算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基础，对双顺差做一些简单的数量分析。首先，把国

内投资分为外资投资和内资投资两部分，分别用 I1，I2表示。在以后出现的公式中，

1和 2分别代表国外和国内。国内总投资等于这两部分投资之和，即 

 

前面已经说明：经常项目差额=国民储蓄-国内投资，即 

CAIS =− 22  

其中 S2 代表国民储蓄。当国民储蓄等于国内投资且没有外资流入的时候，经常

项目差额与为零，外汇储备变动为零。即 

0
0
=Δ

=
FX

CA
 

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典型格局应该是，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外储

储备变动为零。这种格局可表为: 

                                                        
5 美国 conference board2008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经济形势研讨会披露。 

1 2I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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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

1

212

=Δ
=

<−=+−

FX
IK

CAIIS
 

其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了外资 K,，而外资被用于国内投资 K=I1。I1 的出现

意味着要相应进口资本品。如果初始状态是经常项目平衡。现在就会出现经常项目

逆差。而经常项目逆差（-CA=I1）的出现表示发展中国国家实现了对外资的利用。

因为新增投资 I1 是由资本项目顺差 K提供融资的， K=CA，因而外汇储备不变。 

登布什问题可以表述为 

0
022

>=Δ
>=−

CAFX
CAIS

 

其含义是，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存在经常项目顺差，即发展中国家成为资

本输出国，而输出的形式则是增加外汇储备（增持美国政府债券）。登布什问题不包

含对资本项目的考虑。可以假设此时 K=0。除非特别加以说明，在此处和以后的分析

中我们都假定 S2 给定。 

威廉姆森问题可以表述为 

( )

KFX
K

CAIIS

=Δ
>

==+−
0

0122

 

其含义是，尽管有资本项目顺差，（K 在中国主要表现为 FDI 净流入，为简化分

析，以后令 K=FDI），FDI 未能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因为 CA=0）,而是转化为外汇储

备的增加。这里，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假定初始条件为 S2-I2=0 即国

民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在增加了外国投资 I1，即购买了外国资本品之后,为何经常项

目逆差并未出现呢？这里两种基本可能性： 

I1=0 

或 

I2= 0 

I1=0 意味着尽管有 FDI 的流入，但是，外资投资并未实际发生。以 FDI 形式流

入的资金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转化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于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

不少作者以前曾做过探讨（余永定，2010 年，第 38-40 页）。企业以引人 FDI 为名取

得外汇，然后把外汇卖给央行，而用从央行换回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以规避

信贷控制就是一例。 

I2=0 则意味着 FDI 的流入正好取代或挤出了原有国内投资。此时，为简化分析，

假定 I1 与之前的国内投资额 I2 相等，因而 CA=0。本文将详细讨论这里所说的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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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资的“挤出效应”。而这种挤出效应则是以前的文献未予以充分关注的。当然，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 FDI 流入后，由于 FDI 未得到完全利用以及挤出效应，真正

实现的国内、外投资的总和等于 S2。此时依然有 CA=0。这种可能性是前两种可能性

的综合，这里不做单独分析。 

中国现实的国际收支结构同时反映了登布什问题和威廉姆森问题的存在。这种情

况可以表述为 

( )

0
0

0,0
0

12

122

>+=Δ
>=

>>
>=+−

CAKFX
FDIK

II
CAIIS

 

其含义是，对应于登布什问题，中国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是经常项目顺差国。

因而尽管是世界上 FDI 最大引入国之一，尽管资本项目有巨大顺差，中国是资本净

输出国。其输出量等于经常项目顺差 CA。6
为简化分析，

7
这里假定经常项目顺差全部

转化为外汇储备。对应于威廉姆森问题，FDI 流入则并未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而是直

接或间接
8
地全部转化为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增量等于资本项目顺差（FDI）与经常

项目顺差之和。 

综合以上讨论的结果，双顺差和外汇储备变动的整体上关系可以表达为： 

( ) be FXFXKCAIIFDIS Δ+Δ=+=+−+ 122
 

即国内资源（国民储蓄）和引入的国外资源（FDI）大于国内投资的部分形成双

顺差，而双顺差则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 

其中 FDIKFXCAFX be ==Δ=Δ ;  

它们分别代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两大构成部分。其中ΔFXb 代表因 FDI 流入

而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在文献中被称之为借来的外储（borrowed reserves）。

在 2005 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不是经常项目顺差而是资本项目顺差（主

要是 FDI 流入）造成的。ΔFXe 代表因由经常项目顺差造成的外储的增加量，在文献

中被称为挣来的外储（earned reserves）。
9
 

中国的引资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被认为是巨大的成功。一般而言，引资政

策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利用外国资源（储蓄）以弥补本国资源（储蓄）的不

足；其二，通过引入外资，特别是 FDI，引进先进技术。然而，中国的双顺差格局却
                                                        
6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些人仍然想不清这点，还认为中国是理所当然的引资国，以为是中国利用了外国

资源而不是正好相反。 
7 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大部分无法转化为海外投资（美国禁止“华为”进入、利比亚“大撤

退”），而只好转化为外汇储备。 
8 通过挤出国内投资，迫使国内企业增加出口，从而增加外汇储备。这个问题将在第三节讨论。 
9 此种区分并不完全准确。参加注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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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引资政策，特别是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在改革

开放初期的特定条件下，“双顺差”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90 年代初以来的近二

十年中，始终存在双顺差，且愈演愈烈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双顺差格局下，人均

收入在世界排名 100 之后的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花费极高成本引

入的 FDI，被转化为对收益率极低的美国政府债券投资。由“双顺差”累积所产生的

巨额外汇储备尽管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增强，但也代表了中国投资机会和技术能力的

丧失、代表了中国的福利损失。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量引进 FDI 成为资本项目顺差国的同时，不但未能利用外

国资源，相反却成为国内资源的净输出国（经常项目顺差国）？为什么以引进先进

技术为目的的 FDI 政策并未实现初衷？除我们过去已经反复讨论过的各种宏观经济

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原因外，这种悖论的微观基础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些

问题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 

二、“双顺差”的产业根源是能力成长不足 

 命题二：在国内储蓄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的条件下，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引

进 FDI10
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能力”成长不足；由此产生的外资依赖成为导致中国

长期双顺差的重要原因
11
。 

从宏观层次上看，持续的“双顺差”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活动主

体利用本国资源的程度太低；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是由外资（FDI）
来组织的。“外资”并不仅仅是货币资金，其实质是外国企业的组织能力——包括技

术和管理能力。因此，外资依赖的实质是能力依赖。另一方面，由于在华“外资”

的出口偏好，致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越来越具有结构性，最终形成中国目前的“双

顺差”居高不下的局面。 

2.1 能力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Moses Abramovitz 在其 1986 年的经典文章中，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

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的传统说法需要限制条件，为此他引入了“社会能力”

（social capability）的变量。对 Abramovitz 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在技术上落后但

在社会上先进（socially advanced）的时候，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才可能是强的（p. 
388）。如他所言，“技术差距和社会能力的结合定义一个国家以追赶方式提高生产率

的潜力”（p. 389-390）。于是 Abramovitz 提出一个命题：如果它们的社会能力足以发

                                                        
10.FDI 是所有权而非合同安排。从性质上讲，FDI 一般被理解为外国投资者购买了一个公司至少 10%的股权。在

中国，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该高于 25%。 
11 关于导致长期双顺差的其他层面上的原因，可参考余永定（2010，第 169-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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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能够有效利用技术领先国已经使用的技术，技术落后国就具有比更发达国家产

生更快增长的潜力，而社会能力的内生扩大（endogenous enlargement）可以帮助它

们克服在追赶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p. 390）。 
Abramovitz 并没有对“社会能力”给出一个定义，在承认这个概念的模糊和难度

量特性后，他列举了一些可能的构成要素来表示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包括可以由

教育程度来代表的技术胜任（technical competence）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商业、工

业和金融制度，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和可以在相应规模上为企业动员资本的

金融制度和市场，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建立和新产品/服务购销的经济体制等（pp. 
222-24）。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又添加了具有竞争意识、诚实和信任他人诚实的个人

特性以及稳定有效的政府等因素（Abramovitz 1994, p. 88）。 
Abramovitz 对于“社会能力”的强调代表了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努力（1993）。

从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证明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但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没有去探讨技术进步的源泉。从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

理论把技术进步加以内生化，其核心思想是：企业为追求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而投

资于研发，企业研发产生的知识通过溢出效应贡献于通用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增长，

而知识积累带来的投资报酬递增效应使经济增长持续（Romer 1994）。但这些新理论

只是姗姗来迟地以数量模型表达了在有关创新的经济学思想中早已被发现的事实，

而且为了满足模型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把创新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排除掉了

（Freeman 1995, p. 6；Nelson 1997）。于是，老的和新的增长理论仍然保持了三个共

同点：（1）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投资、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增长的“直接决

定因素”（immediate determinants）上，排除了组织和制度的因素；（2）都把投资和

知识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线性的——老理论认为资本积累自动导致技术进步，而新理

论认为研发投资自动产生知识；（3）都无差异地对待实质上复杂且多样化的“技术”

对象。于是，它们无法解释不同经济体在掌握和运用技术知识上的差异（受组织和

制度因素影响的能力差异），即使是强调技术进步内生的新理论也只能作为对经济现

实的一种“寓言”式说明（方齐云等 2002，第 200 页）。 
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能够从落后状

态实现追赶，而其他落后国家却做不到。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中，显示出全

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较高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长的组合，这些

特点看上去是能够快速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互补特征，但却引发了为什么有的经济

体能做到而其他经济体却做不到的问题。类似地，东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地区

的高速发展包含了不断吸收对它们来说是全新技术的过程，但为什么这样的过程没

有发生在别的经济体，甚至诸如阿根廷、菲律宾这些曾经在发展程度方面远在东亚

之上的国家，却在后来的岁月中落伍甚至倒退。 
正如 Richard R. Nelson（1997）所指出的，要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绩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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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去关注在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对此，他提出有三

个最值得关注但被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忽略或压抑的因素：（1）技术的性质以及推动

技术进步和掌握技术的过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不同发展绩效的理解。

（2）有关企业能力的战略与组织结构——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是企业所塑造的，

而创新和掌握技术的有效性离不开企业的组织和战略，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的力量源泉就会很自然地去探讨这个国家企业的特点。（3）经济制度的演进——
制度对于支持企业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发展是重要的，而有些国家似乎比其他国家更

有效地引导制度的演进。总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

因素”——投资率、劳动力的构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

发展绩效。 
经济发展还涉及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Reinert（2007）根据世界经济发展 500 年

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后进国家得以发展的关键，是仿效（emulate）和学习先进国

家的生产结构，实现从“报酬递减”经济活动向“报酬递增”经济活动的转变。他

指出，在历史上指导了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

活动：报酬递增——能够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更高生产率的活动，其产品和服务

随生产量的增加而单位成本降低（主要体现在现代工业和高级服务业部门）；报酬递

减——依赖自然所赋生产要素的活动，对这种活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在达到一定

点后，每单位新增资本和劳动的收益递减（主要体现在农业、渔业和采矿等初级产

品部门）。这就是为什么当其还是发展中国家时，德国和美国一定要违反英国的说教

而发展工业。 
强调能力重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并不必然使一个后进国家能够掌握先

进国家的技术，也不能自动使其实现从报酬递减向报酬递增经济活动的转变。为经

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变化、组织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要求追赶者

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及其支撑制度方面的长足发展，由此引发的投资是这个过程

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Nelson 2006; Nelson and Pack 1999）。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能力成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Hikino 和 Amsden

（1994）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发展，把世界各国分为 6 组（见图 2）。先看前三

组。第 I 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者，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它们通过创建新的工

业部门（使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而超越了英国（Chandler 1990）。第

II 组的国家也是从落后开始，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追赶上来，以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特别是瑞典为代表。第 III 组是 19 世纪“跌回去”的国家（如阿根廷）。 
后三组是 20 世纪的追赶国家。根据 Hikino 和 Amsden，20 世纪的发展条件发生

了巨大变化。第一，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第二，拥有核心

技术的西方大企业的崛起，使它们通过有组织的研发活动为自己的技术领地竖起壁

垒，从而阻碍后来者的进入；第三，跨国公司被越来越多地看做是发展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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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后才出

于谋取市场的动机而进入。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发展起来的国家是那些在技术上进

行了高强度学习的国家，即第 V 组国家，特别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为代表；而

其他国家，尽管面临着相似的工业化机会，却或者“跌回去”，如第 IV 组国家（包

括阿根廷和菲律宾），或者保持着落后状态，如第 VI 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图 2 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 

（根据原图复制，Hikino and Amsden 1994, p. 287） 

历史上成功实现了赶超、从落后状态起步而跻身富裕行列的国家，无一不是在创

新或技术学习、企业组织的成长和变革以及有利于创新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发

展的国家。相反，能力发展不足的国家无法使其经济从报酬递减转向报酬递增的生

产活动，容易导致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换句话说，给定机会和条件，一个国家经济

增长的发动机是该国经济发展能力的成长。 
至此，我们可以确立一个有关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关系——把经济资源和技术机会

等因素所导致的增长潜力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需要能力及其成长。Nelson 指出的三

个方面因素——技术学习、企业组织的成长和变化以及制度的演进，虽然不一定完

全涵盖了 Abramovitz 所谓“社会能力”的全部内容，但却明确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因素的能力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在 Nelson 的分析框架下都是动态的——技

术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企业的能力是可以成长的，而制度则是演进的，所以

它们可以解释“社会能力”的来源。但为了避免“社会能力”概念的含糊性，我们

将其称之为“经济发展能力”，并遵循 Nelson 指出的方向，把技术能力、企业组织能

力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定义为经济发展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英国

时间 

人均 

GDP 

20世纪

第 I 组 第 Ⅱ 组 

第 Ⅲ 组 

第 Ⅴ 组 

第 Ⅵ 组 

第 Ⅳ 组 

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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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成长不足与外资依赖 

上述讨论为理解“双顺差”悖论提供了重要背景和分析框架。如第一节所述，“双

顺差”与大量引进 FDI 密切相关。但从宏观上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一

个高储蓄的国家（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并不需要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

储蓄不足。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引进外资如此必要？一般认为是为了引进先进的

技术与管理。的确，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核心政策问题，也

是从 80 年代开始引进 FDI 的主要理由。当时中国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大规模购买

技术受制于外汇瓶颈；另一个是正值拉美债务危机，借债风险引起决策层的警惕。

在这样的条件下，选择引进 FDI 作为补充具有合理性。但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解释，

为什么中国在经常项目顺差从 1993 年逐渐增加直到 2005 年超过资本项目顺差的过

程中，引进 FDI 的势头依然不减？ 
我们首先从中国技术进步的方式及其效果上去找答案。如果在经过持续数十年的

技术引进之后，中国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依赖以 FDI 形式的技术引进，那就只能

说明中国的技术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足够地成长起来——是“能力”缺乏导致了

外资依赖。为解开这个迷底，我们将中国的技术引进方式与日本和韩国的方式进行

比较。 
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主要采取的方式是进口机器设备

和购买技术许可。进口机器设备主要是为了通过反求工程进行自主开发，而购买技

术许可的需要只有在进行自主开发时才会产生，足见日韩的技术引进是本国 R&D 的

补充而不是替代物（莫里斯－铃木 2002；Kim 1997）。特别要指出的是，日本和韩

国一直严厉限制 FDI（Odagiri and Goto 1993; Goto and Odagiri 2003; Kim 2003）。虽

然它们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自由化”，但这个政策使本国企业在技术学习的关

键阶段没有被外资控制12。 
日韩方式把技术引进限制在购买上，而 “购买”技术（资本品、许可证等），则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国际收支平衡一般表现为经常项逆差增加和资本项目顺

差增加。事实上，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在经济起飞阶段保持了 20 多年的贸易逆差，又

经历了十几年的顺差和逆差的交替，才成为常态的贸易顺差国和资本输出国（但不

是“双顺差”国）。如果中国采取日韩那种把技术引进服从于自主能力成长的方式，

本来是不会出现“双顺差”的。 
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里，中国技术引进的基本特点是把引进技术主要当作扩

大、改善和新增生产能力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当作以自主开发为目的的学习手段。

                                                        
12 根据 Bell 和 Pavitt（1993），技术能力是推动和管理技术变化（体现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能力。他们把技术

能力与生产能力（使用现有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加以区分，并指出：由于现代工业的技术性质变化，所以发展

中国家已经不可能仅仅通过使用技术就会获得技术能力；发展技术能力必须做出专门的投资和努力。日韩方式恰

恰为此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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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的采纳至少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把引进看作是惟一技术来源的政策

思维。这种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很复杂，包括在打开国门后，与国外的差距带

来的心理冲击动摇了对自力更生合理性的信心；但也有政治根源：“文革”结束前后

的政治斗争导致把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对立的思维方式——70 年代初的技术引进被

“四人帮”扣上“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等大帽子，而粉碎“四人帮”后的政

治反弹又把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的落后联系到一起（曹崴 2010）。这种“技术意识

形态”13的变化助长了以引进来替代自主开发的做法14。 
第二，重生产、轻研发的体制。在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体制下，决策者关

注的焦点是扩大生产，而工业研发体系的基本特点是研发与生产的分离——研发集

中在工业管理部门所属的研究院所，而企业只是单纯的生产工厂，普遍没有专门的

研发机构和职能，也没有从销售收入中提取研发费用的财务制度。当引进在政策上

被当作技术的主要来源时，企业以及管理部门迅速把引进当作改善和新增生产能力

的便捷途径，而本来就与生产脱节的研发机构则被甩在一边。例如，1977-78 年的大

规模技术引进集中在购买国外现有装备以改善或新增生产能力上，其重要推动力是

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把引进设备当作利用无偿国家资源以扩大自己部门实

力的手段。连参与引进的一位组织者都批评这个过程“重引进，轻消化，轻创新”（陈

锦华 2005，第 151 页）。到 80 年代中期，经过“从外延扩大转向内涵增长”的讨论，

政府更加强调通过引进来更新现有生产手段，但仍然忽视产品和工艺的创新。例如，

到 1992-95 年，机械工业系统进口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带制造技术项目的引

进费用占引进总额的 80%以上（李健，黄开亮 2001，第 659 页）15。 
以引进代替自主开发的方式使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表现为产

品和工艺创新能力的不足甚至相对于自力更生阶段的倒退），反而为更多地引进 FDI
提供了理由。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处于转轨和发展的双重矛盾之中，由于遇到许多

长期积累的困难，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无法像急于加快经济增长的领导人

所期待的那么快。于是，借外资之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摆脱无法在短期内克服

的体制改革之困，就成为引进外资的重要动机（岳健勇 2001；黄亚生 2005）。当保

持高增长率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后，以当地 GDP 增长绩效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

“晋升锦标赛”（周黎安 2007），更使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成为不计成本引进 FDI
的一大动力。 

中国早期引入的 FDI 以港澳（还有稍晚的台资）和华侨资本为主（主要从事“两

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包括少量为引进技术而与西方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这种

补充性的 FDI 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起过启蒙和桥梁作用。1992 年以后，引进外

                                                        
13 “技术意识形态”（technology ideology）指的是对技术的一组核心看法，是一种接受和排斥某些选择的世界观

（Samuels 1994, pp. 14-18）。 
14 这种思维导致了一种倾向：凡是外国的技术都是先进的，凡是自己干的都是落后的。于是，80 年代中国工业

的自主开发项目被大量放弃——如轿车工业的红旗轿车和航空工业的运 10 飞机（路风 2006）。 
15 各级政府官员把引进技术当作扩大和改善生产能力的倾向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见（焦雄华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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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标志而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政策上对外资的优惠越来

越多，跨国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经济增长在 1989-90 年和 1998 年亚洲金融危

机后所经历的两次明显减速，都表现出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特征。而中国经济在

这两次波谷之后再次走上高增长的快车道，都与外资的作用扩大有关。外资的大量

涌入曾经在扩大外部需求、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就业、冲击旧体制、提高市场竞争

度、提供示范等方面，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过明显作用，但也使粗放增长方式

更加难以改变。主要由外资推动的出口迅速扩大，使投资率不断上升的中国经济不

至于因为消费不足而增长受阻，所以倚重 FDI 的出口导向政策成为延续投资驱动增

长模式的条件（吴敬琏 2008，第 131 页）。 
在经历了 80 年代的行政分权后，新制度的建设直到 90 年代围绕着建立市场经济

和现代企业制度才破题。但此后在越来越依靠引进外资来实现经济高增长的条件下，

中国出现了让外国经济力量来塑造本国经济制度的倾向。Steinfeld（2010）将这种倾

向定义为“制度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它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给

予外国企业以优势地位使其能够放手重组中国工业，被纳入由外国企业控制的全球

生产网络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水平，但发展出来的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国际领先者的能

力；第二，中国没有选择去建设独特的本国制度体系，而是按照 WTO 的标准来定义

本国的新正式规则；第三，中国不是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来创造本国的公司治

理规则，而是通过海外上市把关系到中国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直接置于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的监管之下（pp. 24-39）。无论这个结论是否有所夸大，加入 WTO 前后

中国在金融汇率、市场管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鼓励劳工流动性等等方面做出的

调整，无不围绕着适应外资的需要，反映在“与国际接轨”的流行语上。真正有利

于中国企业能力成长的制度建设直到 2006年把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战略后才开始起

步，但仍需要时间才能逐渐取得进展。 
在上述过程中，能力成长不足的真正原因——即没有坚持自主原则——被追求经

济高增长率的冲动所掩盖，于是中国经济从引进外资作为补充走向了外资依赖。 

 

2.3 外资依赖与贸易顺差16 

对外资依赖的加深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最近

十几年里越来越依赖出口，而出口的增长又越来越依赖外资企业（见图 3 和图 4）——
这两个趋势与“双顺差”的出现和持续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越

来越是依靠“外力” ，越来越依靠外部市场。 

 

 

                                                        
16 在以后的分析中，为简化分析，在不影响结论方向的条件下，我们将不对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加以区分，

即不考虑投资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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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出处：《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综合大类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例和效益指标”

对外贸易一栏 2008 P16 页。             

出口依存度出处：《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根据 17-1 外贸基本情况及 GDP 数据计算所得 2008 年 

P4， P707      
 

 

图 4 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企业依存度 
外企进出口额总额比例：《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根据 17-1 外贸基本情况及 17-13 各地区外商

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所得 2008 年 P707、728  

  

最近十年来中国出口高涨的重要原因是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和装

配环节转移到中国，其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出口美国产品的“总装厂”，它使中国经

济产生了几个特点：（1）尽管在中国的出口中，被列为高技术产品的比例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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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参与的生产环节集中在劳动密集的终端组装，实际上在大多数领域都没有完

整地生产产品的能力，而必须依赖外国的设计、营销和零部件供应17。（2）外资主导

的加工出口部门，其产业链的上下游是在国外，与内资主导的一般出口部门形成二

元结构，前者向后者的技术“溢出”有限（Lemoine and Ünal-Kesenci 2004）。（3）中

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向国际市场出口，特别是高度依赖向美国出口，对美国的

贸易顺差构成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甚至在 2002-05 年连续 4 年前者超过后

者18，而与日本、韩国、台湾这些中间投入品供应国和地区之间却存在较大的贸易逆

差。因此，FDI 流入增加和贸易顺差扩大这两个导致“双顺差”的直接原因，也是

中国经济对外资依赖加深的结果。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初以获取技术为理由的 FDI 引进越来越与中国企业的技

术进步没有关系。80 年代的 FDI 引进只是补充，当时的技术引进以中国企业的“购

买”为主；80 和 90 年代主要是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来引进 FDI；但从 90 年代末开始，

FDI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形式——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FDI的比例从 1998年 36.23%
上升到 2008 年的 78.27%19。中国技术学习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的逐渐消失，显示出

从忽视放弃自主创新到陷入外资依赖的轨迹。 
出口依赖并不代表中国外资依赖的全部。在国内市场上，从日化、啤酒到汽车、

复杂装备，凡是具有市场增长潜力的部门，外资都逐渐占据了明显的比重。外资地

位的上升并非是因为中国原本没有这些工业，而是因为在以为依靠 FDI 就可以带来

技术的政策下，中国工业没有在技术学习和能力成长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因此，

外资地位上升的反面是中国工业在能力发展上的停滞甚至倒退，致使中国工业越来

越多地转向从事报酬递减的生产活动。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生产在中国工业产出中

的比例上升，恰恰证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低级化。 
 
从经济发展需要能力成长这一关系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对于外资的依赖程

度实际上反映出中国能力不足的程度，我们把这种不足的程度定义为“能力缺口”20。

这个缺口的存在从概念上看是显而易见的，但准确地衡量它很难，因为它的形成是

动态的，与外资的反作用有关。因此，充分说明这个缺口就必须进一步分析外资对

本国能力的“挤出”效应。 

 
                                                        
17 例如，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国在 2010 年生产了彩电 1.18 亿台，手机 9.98 亿部，微型计算机 2.46
亿台，数码相机 9 千万台，均名列全球第一（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212/09319365419.shtml）。但同

时，中国生产这些产品所必不可少的元件却需要大量进口。例如，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06 年以来，集成电路

的进口额年年超过 1000 亿美元（2010 年是 1400 多亿美元），除一年之外均列中国进口的最大项；同期的液晶显

示器年进口额也达 300-400 多亿美元。 
18 根据 UN Comtrade（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计算。 
1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 历年）“按方式分外资投资额数据”整理所得。 
20 Amsden（2001, pp. 46-49）在分析落后国家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的劣势时，使用了“技能逆差”（skill deficits）
的概念。虽然本文的“能力”比“技能”的内涵更广泛，但以“能力缺口”和“技能逆差”来刻画经济发展中的

能力不足，在方法上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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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资依赖阻碍中国的能力成长 

命题三：FDI 的大量流入对于中国经济主体的能力成长具有挤压效应，而且外资

依赖与能力不足彼此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都证明 FDI 不会自动带来技术，

也证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能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外资依赖的加深必然导致中国自

身能力不足的加重和持续，直至形成结构性的能力缺口。 

3.1 外资与内资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不同性质 

当中国引进 FDI 的势头在政策的鼓励下越来越大时，国内许多人把 FDI 可以带

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看法进一步上升为只要外资与中方设立合资企业或在华独资设

厂或研发机构，就必然给中国带来技术。当中央开始强调自主创新后，一些人又认

为，只要是在中国注册并纳税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 
即使撇开所有权不谈，外资企业的民族属性也可以很容易从组织特性的角度予以

澄清。就外资企业来说，由个别外国公民带着资金到中国创建企业的情况基本不存

在，所谓外资企业基本上是由外国企业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或分支企业（英文文献

中的标准称谓是 wholly foreign affiliates）。因此，外资企业本身并非在组织上完整的

企业，而是外国企业在华的组织延伸。分支企业所从属的母公司的核心职能活动——
从战略规划、投资、研发、营销等等——并不在中国境内进行。如果把企业看作是

一个知识的集合体或能力的载体，那么外资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再生产过程仍然是嵌

入在其母公司原属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基础研究、教育和工业体系中的。正如

Doremus 等人（1998）所指出，认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公司的说法只是一个神

话，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仍然塑造着最决定跨国公司前途的运营活动——它们的内

部治理结构和长期融资活动、研发项目以及直接投资和企业内部贸易战略。 
根据本文第二节给出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主要由技术能力、企业组

织能力以及支撑性制度体系所构成。从这个前提出发，如果一个企业是中国企业，

它的组织能力成长就应该能够增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这种机制要求企业至少具

有下述组织特征：（1）总部设在中国境内；（2）主要领导人、关键岗位的管理和技

术人员是由中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虽然不妨碍在获得本科学历后到海外深造的

情况）；（3）研发是中国研发系统（包括基础研究和工业上下游协作企业的研发）的

组成部分。以这些特征来评判，外资设在中国的企业和研发机构，都不是中国能力

的组成部分。 
在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的条件下，如果 FDI 能够自动给中国带来技术，就必

须存在外资企业向中国企业自动“溢出”技术的机制。但这种机制，根据我们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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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是极为罕见的。技术不是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自由“转移”

的物品，因为技术虽然可以体现在有形的设备和装置上，但其更重要的内容是包括

诀窍、方法、程序以及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在内的一组特定的知识（Dosi, 
1982）。这些知识大部分是缄默知识，只能存在于个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组织中

（Nelson and Winter, 1982），所以有效的技术转移要求技术接受方必须具备一定的技

术能力并愿意为发展技术能力而努力（Nelson 1990）。因此，即使外资企业具有无私

帮助中国企业的动机，如果中国企业不学习也无法获得技术；但如果中国企业是积

极的学习者（如同日本和韩国企业那样），那么引进 FDI 绝非是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学

习的必要方式，其他方式（购买样品和技术许可、派出培训、引进人才、模仿竞争

对手等等）可能更有效。 
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依靠中国企业的学习、创新和能力成长，依靠相应的本国制

度建设。从理论上讲，包括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在内的组织能力都只能是组织内生

的。“组织内生”的含义，从技术层次上讲，指的是技术能力来自研发经验（Nelson and 
Winter, 1982），而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有效吸收乃至持续的技术进步，也都只能建立在

自己的努力、经验和技能基础之上（Cohen and Levinthal 1990）；从企业层次上讲，

指的是企业的能力来自市场竞争中的后天学习（Penrose 1959; Chandler 1992）；从系

统层次上讲，指的是企业的能力演进发生于一个包括产业网络、教育和基础研究等

支撑制度并受制于政府政策的国家系统之中（Freeman 1995; Lundvall et al. 2002）。以

为引进 FDI 就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只是一种幻觉。 
非但如此，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还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关系与中国企业之间的

竞争关系（无论谁赢都增进中国的能力）不同，外资企业势力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中

国企业和国家的能力成长受到挤压。 

3.2 外资阻碍中国能力成长的经验证据 

为了证明上述主题，我们提供 4 个简要的案例。第一个是东莞的区域发展，这个

地区凭借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业变成了国际制造业基地，但并没有导致当地能力的

相应发展，致使东莞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短期内难以克服的瓶颈。第二个是轿车工业，

它说明不经过自主开发就不会掌握技术，而依赖引进技术的合资模式实际上大大延

迟了该工业技术能力的发展。第三个是电网设备工业，它说明在以引进先进技术为

理由，放弃国产而采用外国的系统设备后，借机而入的跨国公司以其占据的“系统

集成”地位，逐渐瓦解了原本完整并正在进步的中国设备工业体系，并控制了由中

国电力市场蓬勃发展所产生的工业利润。第四个是通过海外上市并引进外国战略投

资者来改造大型国企的例子，它更直接地证明，中国企业的组织转变和能力成长不

可能依靠引入外国股权，而只能靠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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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莞模式21 
广东省东莞市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北部，毗邻香港。1985 年，东莞撤县设市，

被国家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东莞市现直辖 32 个镇（区），2009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178.73 万人，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 635 万人（民间估计实际人口超过千万）。 
从成就上讲，东莞市依靠外向型经济起步，短短 20 多年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

业县发展为国际制造业基地。到 2007 年底，东莞累计吸收外资超过 500 亿美元，以

平均每年 22%的速度增长。2009 年东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3763 亿元，名列“中国综

合实力百强城市”第 12 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由

东莞提供土地建造厂房，由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的要

素组合，造就了外向型经济的“东莞模式”。在东莞的工业增加值中，外资占 80%
以上，内源型经济占不到 20%；进出口总值的 95%由外资企业实现，工业投资的 71.6%
来自外资。目前已有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来东莞投资，兴办的外资企业累计超过

15500 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数的 81%。世界 500 强企业有 33 家，跨国公司有 124 家，

有近 800 家境外上市公司在东莞投资办厂。 
历史地看，东莞的发展首先是一个成功，但这个成功能否持续却取决于能否转变

这个模式。依赖外资既是东莞过去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原因，但也是今后难以持续发

展的原因。以土地资源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生产总值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就

要消耗 1200 亩左右的土地。经过 20 多年的粗放式的发展，东莞市今后实际可转为

建设用地的土地只剩下不到 40 万亩。若按照几年前每年 3 万亩的土地消耗速度计算，

10 年后东莞的土地后备资源将消耗殆尽，现有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 
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导致全社会的能力缺乏。东莞的外资企业在经过了

30 年的发展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生产车间，没有研发中心，没有管理总

部和销售部门，也没有本地人的实质参与。外资企业与当地经济活动的关联度很低，

从国外转移到东莞的多为来料加工、装配等工序，关键技术或主要技术仍然控制在

母公司或海外总部手中。东莞的本土制造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外企做配套加工

的，依赖外方技术，很少有自己直接面向市场的产品，为在本土市场竞争而进行的

产品开发活动也很少。由于多年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东莞的官员普遍认

为，引进的外资越多，本地的经济实力就越强。于是，东莞很长一段时期都是重视

引进更多外资，反而挤压了本土企业的生长空间。 
东莞本地社会则形成了一种“卖地收租”式的经济结构，即由集体（镇、村两级）

从当地农民手中统一征用土地，直接租给外商办厂，或者建成厂房或工业园，吸引

外商前来设厂。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依靠收取厂租和管理费、工缴费等获得经济收益，

然后村民们再按月或年到村集体领取“集体分红”（来自集体土地的租金等物业收

入）。在一些外向型经济繁荣的村，每个村民年分红可高达 10 万余元。这样，尽管

                                                        
21 经授权，本案例主要根据邓璇（2006）而写，同时对数据做了一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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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本地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土地基本都已被征用于工业，或者租给外地人耕

种），但仍然可以依靠集体分红等相对轻松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不愁生计。东莞绝

大多数本地人（包括占东莞人口七成多的农民）不愿意到工厂做一线工人，而本地

服务业容量有限，富余出来的本地劳动力即成为“主动”失业者。据统计，东莞市

农村本地户籍人口中有 12％的剩余劳动力成为无业者。 
东莞企业雇用的白领职员和产业工人主要来自内地（外来打工者），也正是他们

创造了东莞的大部分财富。东莞的人均 GDP 以户籍人口作为基数测算，一直居广东

省前列。但东莞经济数据上的“优势”实际上是把包含了逾千万外地劳动者创造的

财富平均到本地人头上获得的。 
东莞模式是依赖外资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确在一段时期导致了经济增长甚至超

常规增长，但其根本性缺陷也逐渐明显：由于本土能力成长不足，当地经济远在达

到发达程度之前就逐渐丧失继续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东莞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30%以上和本世纪前 5 年的 20%左右，降到了 2008 年的 14%和 2009
年的 5.3%。2008 年上半年，东莞的合同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 30 年来首次负增长。

东莞市长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外资企业占东莞经济的 75%左右，只有继续招商引

资，我们才有调整的底气。把一些不适应东莞发展的企业调整出去了，不招商引资

你靠什么来补充呢？依靠民营企业补充是不行的，我们的民营企业占的比重还太小

了”22。 
但很明显，东莞迫切需要的转型不可能依靠外资，因为当中方的经济参与仅仅局

限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时，外资企业是否产生技术进步和创新与当地的经济结构

变化没有关系。因此，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凸显了东莞经济发展乃至转型上存在的

一个关键问题，即缺乏有活力的本土企业及其支撑系统，这是东莞的经济优势难以

持续下去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汽车工业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政府的鼓励甚至安排下，中国汽车工业走上与外商合资

的道路，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以 1984 年 1 月 15 日正式开业的北京吉

普汽车有限公司（由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 AMC 汽车公司合资所建）为先河，中国

汽车工业的主要企业在后来的 20 年间相继与国外主要汽车企业建立了合资企业，其

中最知名的包括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雪铁龙、东风日

产、北京现代、广州本田等等。 
但在合资模式主导了这个工业的 20 年之后，却没有一个建立了合资的中国汽车

企业能够自主开发出来一个车型。也就是说，如果把产品开发定义为该工业最主要

的技术，那么合资道路并没有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技术，其原因也很简单——合资

企业从来不从事产品开发活动。合资模式的基本内容是：由外方提供产品设计和工

                                                        
22 见“东莞经济发展出现减速 ‘世界工厂’风光不再”。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721/1010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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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设计（所谓“技术”），由中方提供生产场地、劳动力和市场，组装生产外方品牌

的车型，然后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因此，合资企业不过是按照外国产品设计进行组

装生产的企业，并没有多少技术活动，而产品开发活动则基本没有。尽管这种合资

模式被政府规定了一个零部件的国产化过程，但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仍然主要

依靠与外国供应商进行合资。虽然合资模式引进了产品的制造技术，同时零部件生

产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国产化（即在中国本土进行生产），但由于按给定产品设计

进行制造与产品开发是两个内容相差甚远的过程，所以依赖引进外国产品技术进行

生产不可能发展出产品开发能力（路风，封凯栋 2005）。 
中国汽车工业近年来在产品开发上获得突破的原因，不是合资道路，而是在中国

加入 WTO 前后出现了一批新型企业，其中最知名的包括奇瑞、吉利、比亚迪等。这

些“体制外”的企业尽管最初的技术水平较低，尽管也不得不从模仿开始，但都是

凭借自主开发出来的产品（车型）而进入汽车工业的，并因此而使它们的能力成长

迅速。特别发人深省的是，当拥有合资企业的大企业在最近几年被迫开始自主开发

后，尽管拥有丰富的合资经验，它们也不得不从头开始积累自主开发的经验和能力，

这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引进外资就可以自动获得技术的情况。 
尽管中央政府从 2004 年之后开始支持自主开发企业，政治和社会舆论压力也迫

使长期陷入合资模式的大企业开始自主开发，甚至连外方控制技术的合资企业也声

称要开始“自主创新”， 但中国汽车工业从整体上转变成为自主开发仍然遥遥无期。

值得探讨的是，合资模式实际上就是这种转变的最大障碍，它既使中国企业因依赖

外资而能力发展不足，又使外资通过中方伙伴而得到政府的保护，形成一种使依附

性得以持续的的既得利益结构。 
于是，迅速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所带来的利益却主要由外资所收获。在世界经济

陷入金融危机的 2009 年，中国市场共销售汽车 1365 万辆，一举超过美国而成为世

界第一大汽车市场。2010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826 和 1806 万辆，再次蝉联世

界第一。但在最赚钱的乘用车上（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76%以上），由合资企业生产的

外国品牌占据了 60-70%的份额，使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各大汽车企业的印钞机。根据

2010 年 9 月 27 日《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23，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是国际资本以

40%的资本，占据 50%的份额，攫取了 70%的利润。该报道根据公开资料整理部分

跨国公司从中国市场获利的情况，见表 1。 
表 1 部分国际汽车企业利润构成 

企业 时间 全部利润 中国地区利润 

大众汽车 2010 年一季度 7.03 亿欧元 2.86 亿欧元 
丰田汽车 2008 财年 亏损 44 亿美元 盈利 10 亿美元左右 
本田汽车 2009 财年 净利润 31.8 亿美元 28.6 亿美元 
通用汽车 2009 年四季度 国际部税前利润 7.38 亿美元 超过 3.6 亿美元 

                                                        
23 http://auto.sina.com.cn/news/2010-09-27/11526584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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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车 2009 年全年 27 亿美元 21 亿元人民币 
现代汽车 2009 年全年 25.7 亿美元 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北京

现代) 
 

 从国际比较看，从来没有放弃过自主开发的日本汽车工业在二战后经过 20 年的

恢复和发展，到 70 年代初就开始腾飞于世界；而韩国汽车工业（60 年代才诞生）在

70 年代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后，也不过 20 年就打入国际市场。从国内比较看，中国自

主开发汽车企业进入市场的时间不过 10 年左右，已经使自主品牌乘用车占到中国市

场的 30%左右。对比之下，左右中国汽车工业的那些大企业至今仍然在自主开发产

品的道路上蹒跚。可以确定地说，以引进技术为初衷的合资道路实际上阻滞了中国

汽车工业的技术能力发展。 
（三）中国的电网设备工业24 
中国的电网设备工业体系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建立。从技术上讲，电网工程

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建设通常要依靠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设备供应商25。中国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系统集成商，由政府采取“大会战”形式解决系统工程的难题

——由电力部和机械部牵头组织联合设计组，确定工程总体参数，向生产部门对口

下达制造任务。在早期阶段，制造部门没有高压试验台架，原电力部主动让制造厂

尚未定型的产品挂网运营兼做试验，以积累技术基础数据。当时，中国有明确的工

业布局和制造分工，拥有三大变压器开发平台（沈变、西变、保变）、五大高压开关

开发平台（西高开、沈高开、北开、平高开、华通开关）以及若干二次设备开发平

台（许继、南瑞）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的品牌和知识产权。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网设备工业开始引进西方技术用于自己的产品开发。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自主研制的 500kv 产品系列初具规模，源于仿苏产品的改型系列全

部退出历史舞台。但 500kv 网络平台建设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很多设计和工艺问题

不是 220kv 和 330kv 设备简单放大或类推就能解决的。特别是 500kv 以上的电压等

级对于网络控制技术的要求异常苛刻（220kv 和 330kv 的电网采用人工控制的机械断

开就能够解决安全稳定性问题），而中国在这种控制技术方面没有基础，主要依靠引

进。即使如此，如果采取渐进的方法升级电网，使中国电网设备体系按照自身的技

术和经济逻辑持续发展的话，中国工业只可能愈来愈强、不断壮大，不可能在短短

十年间就瓦解。 
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从建国以来一直坚持自主发展的电网发生一次“灾变”：（1）

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大批部属企业下放地方，计划体制下的“大会战”方式无法继

续发挥作用，但当时的改革者却并没有考虑过电网工业如何从“大会战”过渡到系

                                                        
24 经授权，本案例来自郭丽岩（2008）的相关章节。文中有关电网设备产业的基本情况、数据截至 2007 年底，

更新的数据有待进一步更新。近两年来电网设备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市场的基本结构仍未改变。 
25 虽然设备商为数众多，但运营商在建设电网系统时一般只同系统集成商签订“交钥匙”协议，由系统集成商

负责采购，而无需同单个设备商直接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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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商的体制问题。（2）撤销电力部后组建的国家电力公司及后来的国网公司，

开始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名，大规模采购成套国外设备建设第二代 500kv 交流电

网和三峡直流工程，并因此而导致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投资。 
一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电网设备工业体系就开始被瓦解。跨国公司以各种

形式利诱中国企业放弃自己“落后的”开发平台，转而加入它们的生产分包体系，

削弱直至取消中方的产品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它们还通过合资方式，打乱中国原

来的产业配套体系，将中方企业的采购和营销纳入自己的全球网络中。当跨国公司

与大用户结成同盟后，大用户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引进外国技术甚至为跨国公司贴牌。

此后，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日益缩水，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一度出现国内电网建设

规模越大，本土企业的生存状况就越不好的情况。矛盾在本世纪初开始激化，跨国

公司和电力系统的设备厂几乎垄断了所有国家重大工程的订单，机械系统的制造企

业纷纷败下阵来。 
这种体制进一步放大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电网设备市场上的系统集成优势，致使

本土企业多次与直流工程的总包机会失之交臂，因没有关键设备首台首套业绩而在

超高压及以上市场屡战屡败。在新建直流输电线路时，国网以强调电网安全为理由，

全部用国外产品，每条线路投资平均超过 8 亿美元，本土企业却分不到 10%的订单, 
就最终利润而言可能不足十分之一，而这还是受制于政府对国产化率的要求而得。 

跨国公司不断“收编”中国企业。中国最大的变压器企业沈变（“一五”的 156
项之一）在 90 年代末下放地方后，地方政府在推进国企改制时企图将其卖给外资，

首选对象是西门子。最终因社会多方努力，西门子未能获得沈变，但它在中国市场

扩张的进程远未结束，其业务已经覆盖了全部主设备。ABB 更加关注变压器、断路

器等关键设备的市场份额（国网集中采购的超高压设备当中，ABB 占变压器的 26%、

断路器的 38%）。法国阿海珐公司出身核电设备，它在收购了阿尔斯通输配电业务后，

其在中国市场的扩展速度超过了其他跨国公司，不到两年时间就凭借设在上海、苏

州的三家合资厂获得了数十亿订单，2007 年更是以 7.45 亿人民币低价购得中国最大

民营变压器厂顺特电气，完成了排兵布阵的关键一步。过去几年间，这三家企业联

手控制了超高压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变压器订单、86%的瓷柱式断路器订单以及 57%
的电流互感器订单。它们同样没有放弃中低端市场，控制了近六成的高压开关、近

三成的变压器订单。因此，在中国电力设备市场蒸蒸日上的 2005-07 年期间，竟然还

有 70%以上的电网工业利润流入外资的手中。 
近年来，无论是雄踞中国市场多年的西门子、ABB，还是阿海珐、日系企业全

部都瞄准了中国市场特高压联网、超高压改造的“世纪大单”。在特高压系统设计和

主设备研制方面，国内外企业都没有成熟经验，但如果大用户依旧片面要求本土企

业的“首台首套业绩”和“外方技术支持”，很可能会使与本土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的跨国公司占得先机，进而全面控制“特高压”市场的工业利润。中国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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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仍将继续大部分流入外资之手。 
（四）大型国企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 

 从 90 年代末开始，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铝业等）在政

府的督导下，通过 H 股在海外上市。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融资，而是为了

对这些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改制）。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时，为增强市场信心，又

往往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即提供“基石投资”的西方大企业。引入外国战略投资

者曾经被当作是使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走向国际化并提高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对此

抱的希望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几年前推进国有银行改造时曾经规

定：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如果不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就不予批准。 
 这种引入外资的方式也直接贡献于“双顺差”。带有政策目的在海外上市的中国

企业往往并不需要筹集到的美元资金，而是把这些美元卖给外管局以换取人民币资

金。与此同时，并没有其他中国企业或居民从外管局购买这笔美元资金以便用于进

口商品和劳务。于是外管局只好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类似资产），其

结果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即本文命题一中的威廉姆森问题）。但这些企业必须为股东

分红，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回报率恐怕不会低于 30%，但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

回报率不会超过 3%。因此，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所引入资金的收

益率是负 27%。至于那些企业通过在 H 股上市是否会大大提升经济效益，从来没有

人提供过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持。 
以外资改造国有企业的范围远超过让企业在海外上市。在 21 世纪初的前几年，

国内曾经出现过一场跨国公司收购中国骨干国有企业的浪潮，并于 2005 年达到高潮

（郭丽岩，路风 2006），其特点有二：第一，外国企业的“猎物”大多是业绩良好、

被下放地方的原中央部属骨干企业；第二，卖掉这些企业的主谋几乎全是地方政府，

其公开的理由是以此来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但实际动机则几乎无一例外是想创造“招

商引资”的辉煌政绩。在一片“引进世界 500 强”的躁动中，工程机械工业的龙头

企业如徐工、厦工，辽宁以沈阳机床、沈阳电机为首的约 20 家装备企业（其中多家

名列“一五”时期的 156 项），轴承工业的哈、瓦、洛三大企业，煤炭机械工业的鸡

西和佳木斯两大煤机企业，刀具、齿轮、阀门等配套工业的哈一工、杭齿、长沙阀

门，纷纷成为地方政府与外资谈判桌上的鱼肉。这场收购浪潮最后在中国社会各界

的努力下被基本制止了，但一些重要企业已经被卖掉，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工业能力

的净流失。 
 2010 年 9 月 16 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26，报道了那些被中国

引入的“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想法：当获得中国企业股权的西方企业在谈判桌上亮

出资金、技术、管理技能和公司治理改善前景的砝码时，它们预期的回报是（通过

                                                        
26 “Even Harder than It Looks”, The Economist, Sept. 16th,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046627?story_id=17046627（该文中译本载《参考消息》2010 年 9 月 18 日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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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国企业）得到进入巨大中国市场的通道。不过后来的结果非其所愿：这些中

国企业并没有缺钱到愿意把控制权让给西方公司的地步，而且“有些企业还发现西

方公司能教的东西达不到它们的希望”。文章援引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位专家的话

说：那些从天上飞来的管理者经常不熟悉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企业从那些不辞艰

苦去在中国建立自己销售力量的西方跨国公司身上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

中国企业从与外国对手的竞争中学到的更多。这无非进一步证明了理论上的逻辑

——能力的发展要通过在企业各个层次上的组织学习，不可能仅仅因为多了个外国

股东就自动达到。 
上述《经济学家》的文章报道，由于没有达到控制中国企业的目的，西方公司大

多选择了退出：英国石油、壳牌、ABB 和埃克森在 2005 年之前就出售了它们的股份，

美国铝业在 2007 年退出，被引入中国国有银行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则在全球金融危机

期间全部或部分退出。2010 年中国农业银行 H 股上市时，没有一家西方银行购买其

较多的股份。这些西方公司虽然对没有能够控制中国企业不满，但抱怨声不大，因

为它们都得到了丰厚的投资回报。2010 年 9 月 8 日，英国沃达丰公司以 66 亿美元的

价格出售了它在 2000-02 年以 33 亿美元购买的中移动的 3.2%股份。它们赚得盆满钵

满的退出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以外资改造中国国有企业并提高其管理能力的做法没

有成功。 
以上 4 个案例虽然不能覆盖 FDI 在中国的全部情况，但足以证明 FDI 不会自动

给中国带来技术和管理（能力）。这些经验证据同时说明，中国企业并非没有能力成

长的潜力，但导致外资依赖的政策却经常剥夺它们能力成长的机会和空间，致使中

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成为结构性的，从而使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中

国工业的高端市场。 

3.3 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从登布什问题中可以看出，经常项目顺差的出现，不一定与外资进入有关。但是，

当外资越来越多地占据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机会，把内资从高收益投资领域挤出，外

向型外资在中国经济活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组织是造成中国在 2004-2005 年之后，经

常项目顺差大幅度增加、而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原因。外资由于能力较强而

挤出内资的过程可用图 5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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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外资挤出内资示意图 

图中纵轴代表投资收益率，横轴代表投 ii 代表投资回报率曲线。曲线与纵轴的交点

代表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项目。竞争力（其来源是能力）最强的企业取得该项目投资

权，竞争力稍弱的企业取得回报率稍低项目的投资权。以此类推，竞争力最差的企

业只能满足于投资与回报率最低的项目。横轴代表的投资量是投资于各项目的投资

量的总和。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投资成本（银行实际利息率等）极低，投资主

体在做投资决策时候可以不予考虑，这样，这样投资项目可以带来大于零的收益率，

投资者就会进行投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取得回报率较高的项目。中

国的问题是：由于能力较强和各种优惠政策，外资往往能够取得回报率较高项目，

而中资企业只能投资于低技术、低回报项目。SS 是储蓄曲线。S’S’曲线是利用了国

外储蓄之后的“总储蓄”。假设居民储蓄不受利息率（纵轴同时代表为居民储蓄所支

付的利息率）影响。无论利息率高低，储蓄总量不变，因而储蓄曲线是垂直线。为

了简化分析，假设在不存在 FDI 的情况下，国内储蓄恰好全部用于国内投资：国内

投资=国民储蓄=AS27。在 FDI 流入的情况下，由于外资投资取得了收益率最高的一

系列项目，外资在华投资为 AB。国内资金无法用于投资收益率最高的投资项目，不

得已而求其次，只好投资与投资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其投资量=BS。剩余的国内

资金仍需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只好投资于收益率更低的国外投资项目—美国国库券，

其投资量为 SS’。需要注意的是，外国投资 AB 的实现，意味着相应进口的出现（威

廉姆森问题）。而国内投资被挤出，在国民储蓄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国内剩余资源

被转化为相应的出口（等于 SS’）。外资投资和外资挤出效应分别产生的进口与出口

                                                        
27 这种假设完全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也可以假设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图形会有所变化，但不会改变结论。

但是，这种假设能够成立也说明，尽管“外资挤出内资”是导致双顺差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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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中国经常项目的净值仍为为零。但被挤出的国内资源所创造的外汇必须寻找

新的投资机会，而此时所存在的唯一投资机会就是购买美国国库券。其购买量等于

SS’28。 

从上图可以看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为 ( )dIIi
B

A
∫ ，中国的投资收益（包

括对美国国库券投资）为 ( )dIIi
S

B
∫

'

。显然，如果中国不能进入高收益项目领域，尽管

中国的投资量可能很大，收益却不会很高。从上图还可以看出，外资对内资的挤出，

导致中国收益的减少，可用于未来增长和改善生活的资源（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存

量）积累速度进一步减少。为了同时实现经常项目平衡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中国投

资者必须取得对高收益项目的投资能力，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

一方面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提高投资回报率和投资

收益）。在第一节，我们使用了公式 

 
来表达国民收入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各个项目之间的关系。即 

( ) ( )212 IIFDISFX +−+=Δ  

与上图相对应，上述公式可表达为 

( ) ( )BSABABBSSS +−+= ''  

其中 SS’=△FX，BS’=S2，AB=FDI, AB+BS=I1+I2. 
本节的公式和相应图形突出了外资对内资的挤出，及其对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作用。

显然，从微观层面看，外资挤出内资是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直接原因29。从金融

交易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股权和债权的置换。 
在假设外资与内资能力不同，因而取得高回报项目投资机会不同前提下，中国

GDP 的生产和分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传统总量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GDP=F (K, L) 
把能力作为参变量引入生产函数： 
GDP=F(K, L, M; t) 
在这个生产函数中，K, L, M, t 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能力。将土地 M

                                                        
28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能力通过海外投资等资本输出来平衡资本项目顺差。 
29 在这里，为了简化分析，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假定中国的国民储蓄=国民投资。因此，外汇储蓄增加仅仅涉

及借入的外汇储备（borrowed reserves）。如果假定在不考虑外资的条件情况下，中国的国民储蓄已经大于国民投

资，则外汇储备增加将包含赚来的外汇储备。此外，这里我们也并未分析如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事

实上，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是受升值影响的。例如，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美元计的中国资产价格（如中国的股

份变得昂贵了）的上升，这种上升将抑制新增外资的流入。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将会相应减弱。在国民储蓄给

定的前提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将会减少。 

( ) ( )1 2 2 0b eI I FX FX S FDI+ + Δ + 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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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生产函数是为了反应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对产出的贡献。由于了忽视土地

和其他自然资源对 GDP 的贡献，作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有者的公众并未能因这

些生产要素的贡献而获得相应报酬。换言之，资本和其他要素所有者占有了本应由

公众获得的报酬，是中国经济资源误配置的重要原因。但本文不拟详细探讨土地在

投入转化为产出过程中的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虽然国民总产出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的结果。但即

使各国资本投入数量相同，也会因为能力发展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产出。因此，能

力是影响资本产出的重要因素，也是分析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参变量。在传统增长理

论中，针对完全相同的投入可以有不同产出的现象，无法解释的产出被归结为“技

术进步”的结果。但“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除包括严格意义上的

技术进步外，还包括因体制改革等能够在给定资本和劳动投入下导致产出增加的一

切因素。为了更好地分析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用 “能力”变量，取代 “技术进步”。

这里能力是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的变量。能力属于资本的所有者，其增长能够使给定

资本提供更多的产出， 
把生产函数进一步细化，将资本存量分为内资和外资两部分，即 

GDP=F(K1, K2, L, M; t1, t2) 
 其中，K1, K2, t1, t2 分别代表外资，内资，外资所代表的能力，内资所代表的能力，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能力由 t1, t2来代表。沿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处

理方法，我们把能力作为生产函数中的参变量。 一国企业的组织能力越强，该国所

拥有的给定物理资本的边际产出越大。上述生产函数表示，中国 GDP（水平）是由

内资资本存量、外资资本存量、中国劳动、中国自然资源和相关“能力”所共同决

定的。应该指出，中国存在大量合资企业，为简化分析，我们把在生产和管理等重

要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合资企业划归为外资、其他划归中资。 
假设由于生产函数的性质（如齐次一次性等），GDP 根据生产要素贡献在外资、

内资所有者、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土地、矿藏等）所有者之间分配，则可以得到 

( ) ( )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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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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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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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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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中 i1，i2，w，r 分别为外资回报率，内资回报率，工资率，地租（资源租），这

些变量都是名义变量；P 为物价水平。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各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都

由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量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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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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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于能力 t 不同，给定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不同，因而资本报酬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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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明，由于能力较强外资占据了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内资只能投资于低收

益的投资项目，因而， 1K 的边际产出量（或平均产出量）大于 2K 的边际产出量（或

平均产出量）。换言之，我们有
( ) ( )

p
ti

p
ti 2211 > 。按标准定义， ∫= τdIK I1 ， ∫= τdIK 22 ，

即外国资本存量和国内资本存量是外资和内资投资累积的结果，其中τ代表时间。 

按定义，外资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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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p
r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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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iGDP 2

22  

即等于 GDP 总额减去内资投资回报以及中方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应回报。 

如果关于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要素按边际生产量获得报酬等假定不变，即认

定投资收入= ( )
1

11 K
p
ti

，则上式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分析性内容。但事实是，上述

假定并不一定成立。因而，可以把外资存量 K1 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得到高回报、外

资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如前文中所提到的，根据世界银行和美国大型企业

联合会抽样调查的结果，外资企业的平均回报率为 20%-30%）很高的原因分为两大

部分：挤出效应和政策扭曲。前者即指能力较强的外资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

能力较弱的内资则由于无法获得高回报投资项目，只好（通过政府）投资于包括美

国国库券在内的低收益投资项目。应该说，挤出效应并不一定涉及政策扭曲。恰恰

相反，这里的问题是，政府并未采取应有的政策，如产业政策，对国内“幼稚产业”

加以必要保护。而后者则是指我们经常看到的各级政府为吸引外资采取的廉价出让

土地（ r M
p

）、压低劳动报酬（ w L
p

）等一系列政策。因此，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表

现为较高赢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中国为吸引外资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所造

成的。 从上式还可看出，为了增加收入，由于收益率低，中国企业只好尽可能增加

K2。这也是中国始终不能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原因。 
总之，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不能成长，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将无法从根本上

得以纠正，中国 GDP 和 GNP 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容易证明，由于外资对中资的

挤出，在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债权国的中国最终可能因投资收益逆差

大于贸易顺差而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并因此而最终成为债务国。如果真是这样，中

国经济和福利增长的趋势就将会出现根本性逆转。 
 

前面（“2.3 外资依赖与贸易顺差”）已指出，对外资依赖的加深使中国经济增长

的动力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最近十几年里越来越依赖出口，而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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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又越来越依赖外资企业。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和中国经济增长对经常

项目顺差的依赖同外资对内资的挤出作用存在重要联系。从生产函数式 
GDP=F(K1, K2, L, M; t1, t2) 
容易看出，GDP 的具体实现形态（表现为什么产品），主要取决于资本存量的性

质。由于外资存量的不断累积、增长，中国产品的目标市场和具体形态越来越受制

于国际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
30
。从给定平衡状态出发，外资对内资的挤压

并不直接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的出现。但是，外国资本存量 K1 的出口偏好——这本身

也是外国跨国公司以中国为生产基地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高盈利性所使然——则

成为中国出现大量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 

在企业和产业层面上的生产活动必然会与宏观层面的储蓄-投资平衡和进出口平

衡状况相对应。既然外资企业生产面向外国市场的产品，中国的储蓄-投资关系也必

须实现相应的调整，使国内的资源足以支持外资企业的出口需要。由此可见，中国

的经常项目顺差是不能简单以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来解释。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储蓄-投资（正）缺口的存在与扩大，需要由外资挤出内资所导致的经常项目顺

差来解释
31
。无需赘言，现在流行的“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可以实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

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外资挤出效应所形成的资本存量结构（即生产结构）

等因素，所以对其政策后果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四、能力成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命题四：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是中国经济活动主体的能力成长，

它要求在政策上转向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立竞争性的企业体制、建设有利于创新

的制度体系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中国经济在最近 10 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这个成就的取得在很大

程度上是依靠“外力”，即依赖由外资企业主导的对美国出口。这个特征的另一面是

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乏力和创新不足，带来资源瓶颈、

环境恶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使粗放增长方式顽固持续

的结构性原因是能力缺口和外资依赖。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国内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

果现行的增长模式不发生实质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就会日益狭窄。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要求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加速产业升级，改变劳动力大军的构成并对教

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增长，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等。从这些经

                                                        
30 当然，这点也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有关。 
31 我们将在以后的论文中对相应传导机制加以分析。事实上，在本文我们往往假设国民储蓄 S2 给定。在未来进

行动态分析时，我们将放弃这一假设，从而更全面地说明中国双顺差的形成原因，特别是双顺差的微观基础（企

业和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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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变量的互相联系看，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能性与经济发展能力的成长成正相关，而

与外资依赖的程度成负相关。 

4.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理论视角 

能力成长对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

尔森（以下简称萨翁）在其 2004 年的文章（Samuelson 2004）中，对信奉“比较优

势”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提出质疑。他以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说明：假设有两个国家

（中国和美国），两个商品（产品 1 和产品 2），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国的人

口是美国的 10 倍，而美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 10 倍；美国在两种产品的生

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在产品 1 上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在产品 2 上与美国

的生产率差距较小。在这样一些假定条件下32，作者进行了三组数学推论： 
ACT 1（a）：相对于封闭状态，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两国基于比较优势从事生产

和贸易以后的产出和福利都有了提高。这符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是

主流国际贸易教科书上常见的内容。 
ACT 1 (b)：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如果中国的出口部门

（产品 2）出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则对美国是有利的。萨翁明确指出，如果中

国还继续沿着已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优势发展，并不会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和长期

的威胁。由于中国所提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具有非弹性的需求，所以过量供应

反而会导致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下跌，这自然有利于全球化贸易中的美国利益——可

以更便宜的买到中国商品。 
ACT 2：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中国的进口部门（产品 1）

由于“外生”原因出现了技术进步，导致美国对中国在产品 1 上的比较优势消失，

也就是说：中国在原本处于相对劣势的进口部门实现技术进步后，两个部门（产品 1
和产品 2）上与美国的生产率的相对相距达到一致化。这样一来，中国进口部门出现

的这种技术进步会提高中国的产出和福利，但同时也会降低美国的产出和福利，而

且这种福利损失是永久性的。 
萨翁对这个模型政策含义的态度有些模糊，自称他的分析并不表明他主张“应该

或不应该”采用选择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但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即中国在美国

本来占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取得进展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质

性进步甚至使改写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成为必要。 
萨翁晚年的这篇文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他自己的一场“思想革命”。他在 20 世

纪 40 年代末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Samuelson 1948, 1949）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来

证明，不受阻碍的国际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32 假定两国消费者的偏好相同，都是将收入平均地分配到两种产品的消费上。当然，萨缪尔森还设定了两个基

本的假设：一是国际贸易成本为零，二是国际间资本流动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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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含义是自由贸易将使付给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在全世界范围

内趋同。一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 Hans Singer（1950）却有截然不同的立场，指出了

以现存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不合理性：当发达国家集中于制造品生产，

而欠发达国家专业化于农产品和原材料生产时，由于两类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差甚大，

所以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倾向于提高本国的工资水平，而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部门

的技术进步则倾向于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发人深思的是，萨翁在上述 2004 年

模型的 ACT 1 (b)所证明的，恰恰就是 Singer 在 50 多年前所提论点的实质，而且已

经接近于承认劳动密集型部门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性质。那么，

为什么萨翁在晚年会发生这样一场“思想革命”？只能承认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的一

个优点：美国的利益永远比理论更重要33。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萨缪尔森模型对于中国的政策含义很容易用普通语言来明确

表达：如果中国继续沿袭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即

使效率更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将单方面受益，而中国的利益则会受损。

因此，中国必须在技术和产业结构上爬升，在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领域产生出来竞争

力。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发生这种结构转变，如何才能发生这种转变？萨翁在

其分析中，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把技术进步处理成为“外生”的，没有在其

模型中解释这样的变化如何会发生。但在世界发展史中，这种变化不仅发生过（如

萨翁在文中所暗示的），而且是可以解释的。从本文的分析框架看，中国经济体系的

能力成长其实就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源泉。只不过正如本文所述，能力是由经济体系

和组织所内生的，所以萨翁所假设的技术变化在实践中其实并不是外生的。 

4.2 竞争性企业崛起的教训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转变经济活动性质的力量，其中最突出的是竞

争性企业在最近 20 年间的崛起。分析这种新型企业的崛起轨迹有助于理解中国在技

术和组织能力成长上的潜力和矛盾。 
本文把“竞争性企业”定义为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依靠自主开发进行竞争

的企业，明显的例子包括电信设备工业中的华为、中兴，汽车工业中的奇瑞、吉利，

电子元器件工业中的京东方，以及装备工业中的上海振华港机等等。但实际上，这

种企业的数量正在增加，包括一些正在转变的国有企业，从简单产品起家而实现了

技术爬升的民营企业，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有成的新企业。这种企业所

在工业不同，所有制不同，进入的时间不同，但它们却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共同性。 

                                                        
33 萨缪尔森发表于 40 年代末的两篇文章，为华盛顿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由贸易体制

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Reinert 2007, p. 198）。他的 2004 年文章也同样具有政策意义——唤醒美

国在政策上对于中国发展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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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种企业都在开发和改进产品、工艺和服务方面保持了不懈的努力，而无

论是否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从过程看，它们都没有组装外国产品的历史，而

是从一开始就依靠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所在工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它们早期的技术水平有多高，相反，它们往往从模仿起步，而且经常需要从外部

获得技术来源。但实质性地区别于传统计划体制企业的是，它们都从最初模仿市场

上已有产品的自主开发演进成为具有正式研发职能并进行产品、工艺和服务创新的

企业，从而使它们的组织特征更接近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凭借由自主开发

所形成的“学习基础”（learning base）34，它们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往往以出人意

料的速度成长。 
第二，这种企业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35，它们的“竞争性”既来自从

依靠政府到面向市场的转变，也来自对技术学习过程的自主控制。竞争性企业与“非

竞争性企业”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在战略上不依附于外国企业，而后者则因为在技术

上受到控制而无法在战略上独立。独立的或自主的战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企

业领导者的思维超越了现有资源的局限，以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为目标，由此产生出

来要成为领先企业的抱负水平，反而因为在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之间的“绷紧”而

走上高强度技术和组织学习的轨道36。一旦走上这样的轨道，这种企业的组织特征就

会逐渐随着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变化而越来越具有竞争性。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竞争性企业在任何中国工业中的崛起都会明显促进这个工业

的技术进步，明显增加创新的频率和速度，而且会随着它们进入新领域而导致产业

结构升级，所以它们的成长就是中国工业能力的成长。竞争性企业的萌芽可以追溯

到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阶段，而它们在 21 世纪初年的明显崛起，

则是中国从 50 年代工业化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新组织现象，标志着从计划到市场转变

的一个实质性进展，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在组织建设方面——发展过程最困难的任务

之一（Cimoli, Dosi and Stiglitz 2009, p. 4）——所取得的进展。 
但是，竞争性企业的技术能力源头却不是来自“技术引进”，而是植根于中国工

业的自主开发传统中，甚至可以追溯到已经消逝的“自力更生”阶段37。这个事实的

重要性在于，中国能够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出现竞争性企业不仅是因为市场化

的改革，而且是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自力更生”阶段在科学、教育和工业

等方面所奠定的能力基础。外资依赖是在特定阶段的特定政策所造成的，其明显存

                                                        
34 关于“learning base”的概念，见（Chandler 2001）。 
35 所以它们区别于那些虽然具有相当自主开发能力，但在体制上仍然没有彻底市场化的企业。 
36 没有任何一个依赖于外国技术或合资的企业会产生这样的目标，也没有任何一个不进行产品开发的企业会产

生这样的目标。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学习过程完全符合 Hamel 和 Prahalad（1989）以“战略意图”所概括的特征。 
37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华为和中兴的研发人员大多来自国有的研发机构（关于电信设备工业的技术突破来源见

脚注 41）。奇瑞创业团队的大多数人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其他企业，其中包括新中国第一代从事发动机和车身开发

的老工程师。上海振华港机是 1992 年由创始人带领十几个从上海港口机械厂出来的工程师在上海创立，第一个

产品是模仿的（但却是自主开发的），但现已成为全球市场份额最大、技术最领先的港口设备制造企业。京东方

的前身是老国企北京电子管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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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即使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也仍然实施了国家科技计划（如

“863”计划），兴办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8等等。因此，在技术密集型工业产生竞

争性企业的社会条件，其实是中国工业 60 年的历史所孕育的39，而不可能在抛弃了

计划体制仅仅几年之后就会具备。这个事实说明，坚持自主原则是中国能力成长的

惟一途径。 
依靠能力成长而发展的可能性也可以从区域发展的层次上得到证明，以广东、江

苏和浙江省的对比为例。在这三个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广东和江苏主要是依靠 FDI
流入实现发展，而浙江则是主要依靠本地民营企业实现发展——虽然它们大多从劳

动密集型产品起步，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技术更复杂的产品领域，并由于

开展研发活动而具有了竞争性企业的特征。表 2 和表 3 给出它们发展绩效的几个指

标。 
 

表 2 三省的外商投资、人均 GDP 和居民收入 

外商投资总额（亿元） 人均 GDP（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指标  

年份 
浙 苏 粤 浙 苏 粤 浙 苏 粤 浙 苏 粤 

2005 591  1265  1677  28,318 24,584 26,134 16294 12319 14770  6660  5276 4690 

2006 958  1757  1924  31,424 28,541 27,911 18265 14084 16016  7335  5813 5080 

2007 1076  2301  2260  35,730 32,985 32,142 20574 16378 17699  8265  6561 5624 

2008 1174  2870  2500  42,798 39,526 38,057 22727 18680 19733  9258  7356 6400 

2009 1086  2682  2163  44,895 43,907 39,978 24611 20552 21574 10008 8004 6906

资料来源：2010 年浙江、江苏、广东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处理所得。 

 
表 3 三省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比较 

出口总额（10亿美元） 进口总额（10 亿美元） 贸易顺差（10 亿美元）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    指标 

年份 浙 苏 粤 浙 苏 粤 浙 苏 粤 浙 苏 粤 

2005 76.8 123.0 238.2 30.6 105.0 189.8 46.2 18.0 48.3 78.4% 33.0% 22.4%

2006 100.9 160.4 301.9 38.3 123.6 225.3 62.6 36.8 76.7 76.6% 33.1% 26.5%

2007 128.3 203.7 369.2 48.6 145.9 264.8 79.7 57.8 104.4 77.5% 34.6% 28.4%

2008 154.3 238.0 404.2 56.8 154.2 279.3 97.4 83.8 124.9 79.0% 38.7% 28.8%

2009 133.0 199.2 359.0 54.7 139.6 252.2 78.3 59.7 106.8 80.2% 35.6% 30.6%

资料来源：同上。 

表 2 表明，与广东和江苏省相比，浙江省吸收的 FDI 要少得多（5 年平均下来不

到广东的一半和江苏的 40%），但其人均 GDP 和居民收入却持续性地高于江苏和广

东40。这说明浙江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本土能力，而且获得的发展程度其实更高。表 3

                                                        
38 中国于 1988 年开始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 1991 年起，国务院先后批准了 53 个国家级高新区，并颁布

优惠政策予以扶持。 
39 如果没有一个足够规模的国家科学和工程教育体系，像华为、中兴这样目前各自拥有近 10 万名员工的高技术

企业是无法成长的（华为曾经在 2000-2001 年一口气招收了 6500 名左右的大学生）。能够产出如此数量理工科大

学毕业生的中国教育体系，当然是在 50 年代大规模工业化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 
40 使用 GNP 指标会更加说明问题，但因为中国统计系统从 1992 年以后以 GDP 代替了 GNP，所以无法对三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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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明它们之间的比较。浙江省的出口总额只大约相当于广东的三分之一和江

苏的三分之二，但其对外贸易顺差不仅与广东相差不大（大约相当于广东的 80%），

甚至比江苏省高出 40%之多。原因在于广东和江苏的出口中有三分之二及以上属于

大量依赖进口半成品和中间制品的加工贸易出口，而浙江几近 80%的出口属于更反

映本土能力的一般贸易出口。这个区域层次的证据再次表明，主要依靠本土能力不

仅可能实现发展，而且发展绩效更好。 
但是，竞争性企业的发展与当时的政策体系是矛盾的，甚至是不相容的，而它们

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突出作用，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却往往是“意外”，其根源在于政

策思维的一个长期错误定势——自主开发只能是技术引进的结果。汽车工业的自主

开发企业早期受到的政策压制是广为人知的例子，即使是目前拥有华为和中兴这两

个国际知名企业的电信设备工业，也是因为“意外”的技术突破而摆脱了政策设定

的轨道41，成为一个中国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在实践中，竞争性企业往往受

到政府市场准入框架的排斥，受到政府或国有大运营商采购市场的歧视；当它们与

外资企业发生纠纷时，政府往往偏向后者而不是前者。因此，竞争性企业与政策体

系的矛盾，实质上是与技术依赖和外资依赖的矛盾。2005-06 年自主创新被作为国家

战略的提出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实际上是从政治上明确了能力成长对于经济发展

的重要性，也是第一次赋予了竞争性企业以政策“合法”地位。但依靠中国竞争性

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政策原则还远没有确立，支持其成长的制度建设尚未真正启动。 

4.3 能力成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竞争性企业的发展及其与政策体系和体制的矛盾，恰恰说明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能力建设的方向，也说明了政策转变的方向。 
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从以引进代替自主开发转变为以自主开发吸收外部知

识，其关键在于中国工业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因此，推动经济转型的基本环节是

支持和保护中国竞争性企业的成长，鼓励和鞭策中国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

反向思考本文第三部分的四个案例，可以看出这种转变的意义：如果像东莞那样的

外向型经济区域能够及时地支持本土企业的发展；如果在汽车工业中重点支持自主

开发企业的成长；如果在电网设备工业中给予中国企业以更多的“系统集成”机会；

如果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造坚定地站在自主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上，那么，中国在这

些领域的能力就会不断成长起来。 
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要求继续推进还远未完成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因为技术

                                                                                                                                                                       
GNP 进行比较，只能以城乡居民收入来补充。 
41 中国电信设备工业在 80 年代同样遵循依靠引进和合资的技术发展路径，但被一个意外事件所变轨：解放军郑

州通信工程学院于 90 年代初自主开发出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 04 机（该研发团队的技术能力来自参与 70
年代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并从 1994 年开始大量进入市场。04 机的突破导致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

中兴、华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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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由于决策者的务实性，中国幸运地没

有采取全盘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而是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放掉”小企业之

后，把在原来体制下的数十万独立核算“企业”整编到 100 多个央企集团和地方国

有企业集团之中。但这种做法更多地是一种在市场化困难阶段所采取的“防御性”

措施，并没有使国有企业完成向竞争性企业体制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

国有企业可以转变成为竞争性企业，例如奇瑞、京东方、振华港机都是国有控股企

业。因此，国有产权本身并非是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根本障碍，关键仍然是所谓的

“体制机制”问题（路风 2000）。这也同时说明，只要实施有效的改革措施，中国企

业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成长潜力是巨大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直到今天，虽然方法意义上

的计划体制已经被扬弃，但受计划/命令传统影响的政府主导项目方式（包括市场准

入和投资）仍然被当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各级政府把 GDP 高速增长当作政治

目标，同时又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时，就总是把新上项目——特别是引进外国技

术的项目——当作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但政府主导的工业项目建设一

定是采用现有技术的（按照定义属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并且因为把企业置于从属

地位而不区分中外企业对于能力成长的不同作用。即使是国家近几年在自主创新的

方针下增加对研发的投入时，这些新增投入也大量采取了政府拨款项目的形式。虽

然企业和其他机构可以去申请，但政府项目的评审和决策机制往往并不符合技术创

新的规律和特性。 
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增长方式转变，必然要求增大竞争性企业在资源配

置方面的作用，要求政府放弃直接操作项目的方式而代之以影响或塑造企业行为的

方式。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事先就预见到结果——甚

至这个“结果”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只有具有市场经验的企业才能决定研发

活动的方向，并通过市场竞争来纠错；同时，为创新所必需的技术学习、管理和组

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等等（可以概括为知识的积累和创造过程），都只能发生在企

业层次上。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支持企业才能支持创新活动。从长期看，有必要提

高企业面向创新的投资能力，而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来塑造企业的

投资方向。政府仍然有必要为领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而实施产业政策，但这种政

策也应该立足于竞争性企业。把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立足于竞争性企业的根本意义，

是可以帮助确立依靠自主能力的成长来实现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原则。 
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并非降低政府的作用，相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

政府的领导：第一，只有政府采取目标明确的行动才可能改变旧的并创造出新的政

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也才能引导制度体系向有利于中国技术和组织能力成长的方向

演进。第二，以能力成长为基础的发展，需要许多通过非市场机制才能提供的要素

——从教育、基础研究体系到社会保障体系，它们的建设要依靠政府的政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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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将会产生比在粗放发展阶段更多的摩擦甚至冲突，因为

中国工业能够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外高端市场上竞争的前景，不可能符合现有发达国

家的利益。但如果不升级、不转型，中国的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也就不符合中国

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与既得利益的结构性矛盾，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要有国家力量的支持。 
有效地领导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也要求政府在改革和学习基础上的能力成长。向

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转变，既不能依靠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

政命令方式，也不能依靠粗放发展阶段的“袖手旁观”方式，而应该采取能够以自

己的战略方向和立场去塑造企业和市场行为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对政府能力的要

求不是降低而是提高，需要政府通过转变政策思维、加强学习和重建机构去提高自

己的眼光、知识和执行力。中国经济发展能力的成长是技术、组织、产业、支撑制

度和政府等方面能力的共同成长。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变革，不可能仅凭政府

发号施令或提高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就能够自动实现，而有赖于在多

层次上多种力量的变化。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能力成长是互为因果的。这

个逻辑也说明，导致中国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的真正原因不是有外资流入，而是在

政策上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并因此而忽略甚至放弃了自主能力的建设。

FDI 在任何一个具有开放度的经济体内都会存在，甚至有理由存在，但只要坚持经济

发展必须依靠能力成长的原则，坚持发展能力就必须自主的原则，即使中国继续保

持开放，外资也不会主导中国的发展，最终只能起到补充的作用。 

五、结论 

本文尝试把研究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和微观（产业）视野结合起来，以探讨决定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变量。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

力及其成长是实现该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决定性因素。而一国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

长又取决于该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

年中取得了高速增长，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实现动态优化，所以其可持续性正面临越

来越严重的挑战。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资源配置的非优化状态的突出表现就是长

期存在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因此，本文从中国“双顺差”悖论切入，说明外资对内

资的挤出是造成中国双顺差的重要原因，并进一步揭示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政

策缺陷引致的能力缺口。 
能力缺口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出现能力缺口的主要根源是在能力

发展不足的条件下，为保持高增长而过度引进 FDI 所产生的外资依赖。FDI 曾经对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起过积极作用，今后仍可以发挥某些积极作用。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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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域、企业和工业的经验证据证明，过分依赖 FDI 却阻碍了中国能力的发展。无

论是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国际比较，还是中国竞争性企业近年来在局部范围

内的崛起，都说明中国企业并非不能实现能力的迅速成长，但在一段时间里，忽略

自主创新和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却压制了中国企业能力成长的机会和空

间。一旦这些政策和体制因素使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能力差距成为结构性的，

在产业发展中就产生了外资对中国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于是，能力缺口和外资

依赖彼此互相强化，把中国经济越来越压向专业从事低附加值生产活动和依赖外需

的国际分工地位。 
从世界经济看，以“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是

一对共生物，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这种“组合”反映出中国经济在最近 10 年的

高速增长过分依赖外部因素。但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保护国内就业机会已经

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政治主题，也使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成为一个重大的国际政

治问题。在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如果能力缺口与外资依赖的

状态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有可能遭受重大挫折。 
把宏观视野与产业发展视野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增强中国自身的能力是转变中

国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经济失衡的根本之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绝非仅仅是

资源配置方向上的量变，而同时也是战略和政策思维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方式的

转变，组织行为和制度体系的转变，以及与国际经济体系互动方式的转变。 
从本文揭示出来的因果关系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技术依赖和外资依赖所导致的

能力缺口密切相关，而绝不单纯是汇率问题；但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继续发

展又必须对汇率、贸易和 FDI 政策进行调整。因此，中国在增加汇率弹性的同时必

须在经济发展上实施自主创新方针并摆脱外资依赖。有了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国

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就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致命伤害。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环节。从历史过程看，滑向外资依

赖的起点是技术依赖，而外资依赖的后果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组织性的和制度性

的，因而固化了中国工业与外国领先者的能力差距，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宏观平

衡，而且影响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地位。因此，坚定地实施自主创新战

略必将引发中国经济在组织、制度和政策体系等方面的转变，从而通过促进能力发

展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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